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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
———基于全国１１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祥云，赵晓峰，王春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

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１１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

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

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

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

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

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

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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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平安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农村是
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加强对平安乡村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已有关于平安乡村
建设的研究多集中在平安乡村的内涵讨论上，认为平安乡村建设是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建立社会信任的过
程［１］，是将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生态等都纳入其中的总体安全建设［２］。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引入乡村后
可以打破壁垒，整合资源，全时空服务群众，精准守护乡村平安［３］。这些研究多是从法学等学科视角着眼，缺
乏对平安乡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关怀。平安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为乡村提供“安全”这种公共品的过程，是村
庄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社会分化严重、农村居民需求多样化、差异化明显的背景下，依靠原有的政
府供给“安全”的模式必然存在精准性不强，效率不高的问题。新时代需要以多元化的群防群治工作，提升平
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这就需要发挥并综合协调党组织、政府、社会力量及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力量，统筹安排
多样化资源，建设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

鉴于此，本文在系统透视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内在逻辑基础上，利用全国１１个省（自治区）

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检验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并对

提升平安乡村建设水平提出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时代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已经

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为风险已经超过自然风险成为主导因素，由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灾难性风险已

经变得更加普遍。吉登斯也强调了风险的现代性。风险社会带来的影响在区域安全和社区治理中不断显

现，其治理难度主要体现在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因素的放大上［４］。因此当前“平安”的内涵和外延持续丰

富拓展，不仅指狭义上的身心和财产的安全，更意味着在面对风险社会时充足的安全感。平安建设蕴含着

“预防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规则治理、契约治理、智能治理的理念，包括维护政治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德治德育体系、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等”［５］，其治理任务和

治理责任更重。这就对治理主体、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事实上，当社会呈现出高度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时，传统的管理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控制导向往往变得不再可用，需要以合作制组织

形式来替代既有组织，促进信息、物质和能量的沟通和流动［６］，构建应急治理共同体［７］。培育安全治理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有别于传统的简单化、粗线条和单边性等特点，强调多元主体的高效互动、权责交互嵌套以及

信息沟通共享［８］。平安乡村建设涉及到纠纷调解、治安维稳、风险防范等工作，治理任务细碎繁杂地分散在

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后可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推进村庄高质

量安全建设。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一项涉及农村治理全过程、全环节的系统工程，涉及民主政治、技

术治理、基层建设等问题［９］，需要考虑综合治理层面的各种要素。因此，本文从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

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七个方面，结合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属性及村庄的政治结

构、文化资源等特殊要素，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指标体系，研究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的影响。由于

不同主体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存在差异［１０］，需要综合考虑其互动关系如何影响平安乡村建设。

（二）研究假说

“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滕尼斯提出，强调“由同质化个体所构成的‘关系亲密、休戚与共、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的具有共同意识、情感和愿景的社会生活集体”［１１］。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它是

以亲情、家族、血缘和地缘为内核的社区共同体［１２］。鲍曼认为“共同体”可以“像家一样的温馨和相互依赖，

可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安全感”，因此，共同体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共识和协同［１３］。对于社会治理共

同体来说，多元主体为了达到提供“平安”这种公共品的共识而协同处理各种问题。由于当前面临的风险具

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结构以及其所处的法治环境、科技条件都会综合作用于平安乡村建

设的具体形式和实施状况。紧密的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往往能够提升不同主体间的协作能力，及时缓解村

民间的矛盾和纠纷，减少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能够提升村庄安全治理能力，减少外来风险对村庄安全的

冲击。

在“数字下乡”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可能受到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状况

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提升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网络技术能够赋能乡村治理数字化转

型，破除村庄日渐“空心化”所造成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农民“主体性缺场”的局面，形成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协商

共治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１４］。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越能够促进多元主体

参与，从而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协同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提升居民平安感，

便利的数字技术不仅能够强化村民之间的联系与信任的建构，减少矛盾纠纷，而且能够提升居民的维权渠道

和应急沟通联系能力，强化对社会不安全因素的监督和反映，提升村庄治理水平。一般而言，数字技术应用

程度越高的村庄，其安全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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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治理共同体影响平安乡村的作用机制而言，结合既有文献和理论逻辑，本文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

可以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治理机制、三治融合机制影响平安乡村建设水平。

一是纠纷调解。村庄中的纠纷主要是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因利益分配不公、观念认识不同而导

致的各类矛盾和冲突事件，例如耕地边界、房屋高低与采光、言语行为等琐碎问题引起的纠纷。随着市场化

的加深和流动性的增强，农民在村庄场域之外的纠纷问题也日益增多，因此当前村民纠纷存在内生型和外生

型两种［１５］。当前转型期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受市场思维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发生明

显变化。他们更加关注个人权利和利益，当其无法采用有效手段维护个人利益时会导致矛盾纠纷积聚发酵，

进而造成村庄社会失序，影响平安乡村建设。在发挥政府和党组织作用的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和公众力量，

通过社会治理共同体创新基层纠纷调解制度和组织建设，可以有效修复村民关系，有利于创造平安稳定的村

庄社会环境［１６］。传统的依靠自上而下的“综合治理”存在治安防控的信息不对称与资源依赖问题，而防控体

系的立体化、信息化建设是解决当前社会治安体系内生困境和诸多实践问题的重要突破口［１７］。社会治理共

同体充分利用多元主体的资源和信息，通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以及“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纠纷化解机制［１８］，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解决农民急、愁、难、盼等问题，创建

平安和谐新农村。

二是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协同论与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的交叉理论，它强调治

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威的多样性、主体间的协作性以及治理目标的共识性［１９］。协同治理理论是以系统

角度对复杂社会的动态性、多样性进行清楚认识，在分化与整合的路径间实现治理效能的优化［２０］。村庄社

会是村民日常交往互动的场所，也是观念认知碰撞的场域，在稳定和秩序之外也存在矛盾的集中性和事务的

复杂性。村民间的部分纠纷往往隐藏着多年的恩怨，需要用系统思维厘清背后的脉络。社会治理多元主体

合作的直接路径就是行动协同，通过利益激励解决共同体建构的动力问题，通过党建引领解决共同体的维系

问题［２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村集体、基层党组织、村庄社会力量、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

追求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得以形成治理目标的统一，具备主动寻求协同合作的心理基础，那么基于价值共

识就可以实现资源整合、知识共创、信息共享、联合决策，获得单个主体无法达到的治理效果［２２］。在此基础

上，可以全面布局村庄安防网络，分工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村庄秩序与稳定，满足村民对确定性和预期性

的需求，进而提高平安乡村建设水平。

三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自治强调村民自治组织的行动能力和

组织能力；法治要求在完备的法律制度供给背景下，农民能够有效利用法治资源维护个人权利；德治强调共

同道德规范的约束和规制作用。在乡村社会发生深刻变迁、传统规范影响式微、农民法律意识仍待提高的背

景下，“三治”融合成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２３］。“三治”融合涉及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工具三个

方面，强调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应是在多元规范约束和专业化治理工具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乡村治理

体系［２４］，也就是要求三种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在结构、功能和作用方面的有机结合与协同。村庄社会治理

共同体本身存在价值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的耦合，这在有效推动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组织、社会

力量、村民纵向和横向联系的基础上，为“三治”融合提供了条件［２５］。“三治”融合在自治的基础上，一方面可

以通过法治对扰乱村庄治安环境、影响村庄秩序稳定的行为形成惩罚和威慑的“硬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德治培育村庄道德文化共识，对违反村庄规范的行为形成舆论谴责和交往避开的“软约束”机制。在村

庄的半熟人社会中，“三治”融合可以低成本、高质量地解决村庄矛盾纠纷，维护村庄秩序和稳定。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治理课题组２０２２年８月对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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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宁夏、云南１１个省（区）的问卷调查。调研对象整体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具体

抽样过程如下：首先，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状况，从东部地区抽取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五省，

中西部抽取河南、宁夏、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六省（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每个省（区）抽取２～４个地

点，其中一个地点为该省（区）首府下辖区县，其他地点为该省（区）其他地区下辖区县；最后，挑选每个区县３

～５个乡村社区展开调研，依据村庄的人口数量和分布结构，每个村随机抽取２０～３０个家庭，在每个家庭选

择一名熟悉家庭和村庄情况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访谈。问卷包括家庭基本信息、社会治理中的“共建共

治共享”状况、平安乡村状况及社会治理效能和个人认知等内容。通过对问卷进行有效性检验，并剔除问卷

信息缺失太多、存在异常值、前后答案不一等劣质问题。最后获取农村社区居民有效问卷２　２７９份。

（二）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平安乡村建设。平安乡村建设水平主要表现为乡村治安状况，因此本文采用农村治安状

况来测量平安乡村建设情况。农村治安状况采用问卷中“我身边违法犯罪情况少，治安状况良好？”进行衡

量，赋值１～５，由“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

２．核心解释变量：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内部治理与社会化治理、联动治理与

融合发展，农村社会治理生态域情的复杂性要求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也为党组织、

政府、社会力量等的联动式治理提供了条件［２６］。本文从农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７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共同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党委领导关键是发挥党的领导

核心作用，采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进行衡量。村委会是政府在农村社会治理的代理人，负责村

庄日常事务的组织与管理，采用村干部工作态度情况来指代政府负责。民主协商是让治理主体能够充分对

话、沟通，让各治理主体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和偏好［２７］，采用村庄事务是否经常由村干部与村民协商决定来指

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采用社会力量参与村庄事务进

行衡量。公众参与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程度。法治保障采用村庄进行社会治理整顿和扫黑除恶

等活动进行衡量。科技支撑主要在于数字治理对共同体构建的作用，采用数字网络发展状况进行衡量。由

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治理效能感知水平，因此采用主观层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多方面

的认知来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体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社会治理共同体指标体系

变量 具体测量指标 赋值 均值

党委领导
基层党组织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如经常看到村长村
书记为群众解决问题、村庄党组织干部亲力亲为维持防疫秩序）

非常不认同～非常认同：１～５　 ４．００５

政府负责
村委会能够积极处理基层事务（参与调解矛盾纠纷、治安巡逻、协
助办理相关证明等）

非常不认同～非常认同：１～５　 ３．９８０

民主协商 村庄事务经常由村干部与村民协商决定吗？ 很少～很多：１～５　 ３．２７５

社会协同
您认为您村庄的治理过程中，社会力量（如企业、志愿者协会、农
村社区工作站等组织）参与程度如何？

非常不积极～非常积极：１～５　 ３．４７１

公众参与 您认为您村庄治理过程中，村民的参与程度如何？ 非常不积极～非常积极：１～５　 ３．５３０
法治保障 您的身边进行过社会治安整顿、扫黑除恶等行动吗？ 从来没有～经常进行：１～５　 ２．９９１
科技支撑 您对您所在村庄数字网络发展状况的满意度如何？ 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１～５　 ３．５７３

　　３．控制变量。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以及区域特征等对平安乡村

感知有显著影响［２８］。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可能影响平安乡村建设的控制变量分为四类：一是受访者个体

特征和认知变量，如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二是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年收入；三是村

庄特征，如网络通讯是否便利、村庄宗族文化以及村庄信任；四是农村所处区域位置，如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还

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关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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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平安状况　 乡村犯罪与治安状况：１～５　 ２　２７９　 ３．９６７　 ０．８４０　 １　 ５
社会治理共同体 单项题项赋值加总所得 ２　０９５　 ２４．７１１　 ４．１７０　 ７　 ３５
性别　　　　　 男＝１；女＝０　 ２　２７９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２　２７９　 ４２．５２２　１７．１３５　 １８　 ９０
民族　　　　　 汉族＝１；少数民族＝０　 ２　２７９　 ０．９２７　 ０．２６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专及本科＝４；研究
生＝５

２　２７９　 ２．５６７　 １．１２５　 １　 ５

政治面貌　　　 有党派＝１；无党派＝０　 ２　２７９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７　 ０　 １

家庭收入　　　

上一年家庭总收入：２万元以下＝１；２～５万元＝２；５～１０
万元＝３；１０～１５万元＝４；１５～２０万元＝５；２０～５０万元
＝６；５０万元以上＝７

２　２７９　 ２．８８３　 １．３０７　 １　 ７

村庄信息建设　 网络信号：良好＝１；差＝０　 ２　２７９　 ０．６７０　 ０．４７０　 ０　 １
村庄宗族文化　 有大姓宗族＝１；无＝０　 ２　２７９　 ０．５１１　 ０．５００　 ０　 １
村庄信任　　　 对老乡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非常信任，１～５　 ２　２７９　 ３．４５１　 ０．８２９　 １　 ５
区域　　　　　 东部＝１；中西部＝０　 ２　２７９　 ０．２５４　 ０．４３５　 ０　 １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程度，０～３　 １　９６３　 １．７１０　 １．１２４　 ０　 ３

　　４．调节变量。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同，则居民平安感知存在差异性，本文选择农村居民数字技
术应用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效果时的强化效应。农村居民数字技
术应用状况，从数字技术的生活应用、政务应用和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数字技术的生
活应用采用问卷中“您有使用手机、自助平台线上办理相关生活事务吗？（如缴纳社保、电费、登记身份信息
等）”测量，将回答“使用过”赋值为１，“没有使用过”赋值为０，“不清楚”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数字技术的政
务应用采用问卷中“您有使用过基层政务平台线上办理过相关政务事务？（比如办理户籍登记、身份证在线
办理等）”，“使用过”赋值为１，“没有使用过”赋值为０，“不清楚”按缺失值进行处理。数字技术的公共事务参
与通过问卷中“您有没有在村务微信群发过言或在智慧村务平台阅读村务信息”来测量，“有”赋值为１，“没
有”赋值为０。将数字技术应用的三个方面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相关变量
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三）实证方法

１．基准回归。由于平安乡村状况为有序变量，本文采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Ｐｉ＝α０＋α１Ｃｉ＋α２Ｔｉ＋σｉ （１）
其中：Ｐｉ 为有序分类因变量，取值为０、１、２、３、４、５；Ｃｉ 表示第ｉ个样本的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状况；Ｔｉ

为控制变量，表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收入状况、村庄网络信号等个体、家庭或
村庄特征；α０、α１ 和α２ 为模型系数；σｉ 为随机扰动项。由于部分个体可能同属一个村庄样本，本文在回归分
析中采用聚类到村庄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２.调节效应模型设定。由于所处地区数字技术治理水平的发展差异，致使不同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的治理效能存在差异性，进而影响到平安乡村建设。为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本文在式
（１）的基础上加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交互项Ｃｉ×Ｄｉ 作为解释变量，将式（１）扩展为：

Ｐｉ＝α０＋α１Ｃｉ＋α２Ｄｉ＋α３Ｃｉ×Ｄｉ＋α４Ｔｉ＋εｉ （２）
其中：Ｄｉ 为有序变量，取值为０～３，数字越大，代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强；α０、α１、α２、α３、α４ 为模型系

数，其中交互项的系数α３ 表示数字技术应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影响平安乡村的调节效应；εｉ为随机扰动项。
估计方法与式（１）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基准回归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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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此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其中列（１）～（３）为运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

果，列（４）～（６）为运用ＯＬＳ模型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所有回归模型的核心变量均显著且系数相差

不大，回归结果稳健。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系数没有实际意义，只能反映显著性与符号方向。根据表３的估

计结果，社会治理共同体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平安乡村建设，表明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程

度越高，村庄平安建设越好，即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助于提升平安乡村建设。

表３　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平安乡村建设

有序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平安乡村建设

ＯＬＳ
（４） （５） （６）

社会治理共同体 ０．１１８＊＊＊（０．０１２） ０．１１５＊＊＊（０．０１２） ０．０９９＊＊＊（０．０１２） ０．０８１＊＊＊（０．００８） ０．０７８＊＊＊（０．００８） ０．０６４＊＊＊（０．００７）
性别 ０．０７７（０．０５３） ０．０４２（０．０５３） ０．０５１（０．０３５） ０．０２３（０．０３４）

年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民族 －０．４０１＊＊（０．１８７）－０．３７３＊＊（０．１６８） －０．２６８＊＊（０．１１２）－０．２３９＊＊（０．０９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２１（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０．０２０）

政治身份 ０．０８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１（０．０８７） ０．０５２（０．０５３） ０．０２３（０．０５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７（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０．０２４）

村庄网络信号 ０．２２１＊＊＊（０．０７４） ０．１６１＊＊＊（０．０４９）
村庄宗族文化 ０．０９７（０．０８４） ０．０５１（０．０５２）

村庄信任 ０．３６８＊＊＊（０．０４９） ０．２４５＊＊＊（０．０３４）
区域 ０．３４８＊＊（０．１３７） ０．３９５＊＊＊（０．１２９） ０．４４５＊＊＊（０．１２４） ０．２１４＊＊（０．０８５） ０．２４０＊＊＊（０．０７９） ０．２６９＊＊＊（０．０７１）
常数项 １．８７１＊＊＊（０．２０３） １．８９０＊＊＊（０．２２９） １．２７１＊＊＊（０．２１５）
观察值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Ｒ２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７７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显著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２．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效应分析。由上文可知，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建设的影响关键在于

形成多元主体互动、信息沟通共享的治理单元，因此存在其他因素致使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发生变

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共同体能够促进治理共同体治理效能的提升［２９］，降低乡村治理

成本，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３０］。表４显示，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且为正，表明

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受到了乡村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调节。当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水

平较高时，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较强；相反，当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时，社会治

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性，导致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转化存在差异，因而平安乡村建设有赖于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数字乡

村建设的协同发展。
表４　数字技术应用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平安乡村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 ０．０９８＊＊＊（０．０１２）
数字技术应用 ０．００９（０．０３１）

社会治理共同体×数字技术应用 ０．０１４＊（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观察值 １　８０４
Ｒ２ ０．１４０

　　（二）内生性讨论

本文可能存在因反向因果或者遗漏变量而存在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内生变量社会治理共同体

是一个有序变量，而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只能解决内生变

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因此，本文采用条件混合估

计方法（ＣＭＰ）进行估计。Ｉｖｐｒｏｂｉｔ＿ＣＭＰ估计对内

生解释变量的要求比较宽松，既可以是连续变量，也

可以是非连续变量。因此本文运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ＣＭＰ估计方法进行回归，以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１．工具变量选择。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充足的

村庄公共空间能够有效提升村庄不同治理主体间互动与沟通，拓展村庄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促进村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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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共同体的形成与提高。因此，村庄公共空间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村庄高度的相关性。同时，村庄公共空间并

不会直接影响平安乡村建设，而是通过村庄治理主体来影响平安乡村建设。本文选择“村庄公共空间满意

度”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进行ＣＭＰ估计。

对工具变量依次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以判断其有效性。首先，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

知，村庄公共空间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相关的要

求。联合显著性检验Ｆ 值均大于１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村庄公共空间满足工具变量的基

本要求。

２．内生性检验。表５报告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再估计结果。根据估计结果，回归方程

的核心解释变量并无明显变化，说明考虑内生性之后，社会治理共同体显著正向影响平安乡村建设。

　　　　　　　　表５　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工具变量ＣＭＰ估计结果　　　　　　ｎ＝２　０９５

变量
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ＣＭＰ模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社会治理共同体 － ０．２１１＊＊＊（０．００９）
村庄公共空间　 １．９３８＊＊＊（０．０９１）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注：因篇幅限制，表中汇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同表３。

（三）稳健性检验

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治安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您对您所在村庄

治安水平的满意度如何”来衡量平安乡村建设，赋值１～５，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采用逐步回归法

结果如表６所示，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村庄治安满意度的影响在１％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较高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治安满意度。稳健性检验与基准回归模型较一致，因此基准模型是稳健的。

　　　　　　　　　　表６　稳健性检验：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治安满意度的影响　　　　　　　　　　ｎ＝２　０９５
（１） （２） （３）

社会治理共同体 ０．１５０＊＊＊（０．０１４） ０．１４７＊＊＊（０．０１５） ０．１４１＊＊＊（０．０１４）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９

　　２．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由不同的治理主体构成，采用不同治理

主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７回归结果表明，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各个治理主体对平

安乡村建设的影响来看，除法治保障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科技支撑皆显著促进了

平安乡村建设，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７　稳健性检验：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党委领导 ０．３７６＊＊＊（０．０４８）
政府负责 ０．３５１＊＊＊（０．０５）
民主协商 ０．２１８＊＊＊（０．０４２）
社会协同 ０．３０５＊＊＊（０．０４９）
公众参与 ０．３５２＊＊＊（０．０４５）
法治保障 －０．００３（０．０３２）

科技支撑 ０．２９６＊＊＊（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１２８　 ２　１８８　 ２　２７９　 ２　２７９　 ２　２７９　 ２　２７９　 ２　２７９
Ｒ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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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为：首先，将纠纷处理、协同共治和三治

融合等中介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将社会治理共同体和

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观察二者对居民数字治理参与的影响。式（３）～（４）中，Ｍ 为中介变量，μｉ 和ηｉ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符号含义与式（１）相同。式（３）中β１ 表示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式

（４）中γ２ 表示中介变量对平安乡村建设的直接效应。若β１ 和γ２ 都显著，则表示中介效应存在。

Ｍｉ＝β０＋β１Ｃｉ＋β２Ｔｉ＋μｉ （３）

Ｐｉ＝γ０＋γ１Ｃｉ＋γ２Ｍｉ＋γ３Ｔｉ＋ηｉ （４）

其中机制变量纠纷调解采用问卷中“您或您周边的矛盾纠纷事件能否及时得到调解？”来衡量，选项“能”

赋值为１，“不能”赋值为０，“不清楚”按缺失值处理。村庄协同治理机制的衡量，采用问卷中“整体来说，您对

村庄内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认可度如何？”衡量，赋值１～５分，由“非常不认可”到“非常认可”。三治融合机

制采用“您对您所在村庄自治、法治、德治的满意度如何？”来衡量，回答选项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赋值１～５。

１．纠纷调解机制。回归结果如表８中第（１）～（２）列所示。第（１）列回归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村

庄矛盾纠纷的解决呈显著的正相关，即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越紧密，越有助于重塑村庄社会秩序，提高基层

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减少村庄矛盾纠纷。第（２）列回归结果表明村庄社会矛盾的解决显著促进了平

安乡村建设，通过矛盾化解，可以有效减少村庄纠纷和矛盾向上转移，助力平安乡村建设。

表８　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效果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纠纷调解机制

中介变量Ｍ 平安乡村

（１） （２）

协同治理机制

中介变量Ｍ 平安乡村

（３） （４）

“三治”融合机制
中介变量Ｍ 平安乡村

（５） （６）

社会治理共同体 ０．１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９７＊＊＊（０．０１２）０．２１９＊＊＊（０．０１２） ０．０７＊＊＊（０．０１４） ０．１９５＊＊＊（０．０１６） ０．０６４＊＊＊（０．０１１）
纠纷调解　　　 ０．４８８＊＊＊（０．１１）
协同治理　　　 ０．２２７＊＊＊（０．０５６）
“三治”融合　　　 ０．３４４＊＊＊（０．０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　７８４　 １　７８４　 ２　０７２　 ２　０７２　 ２　０９５　 ２　０９５
Ｒ２　　　　　　 ０．１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１

　　２．协同治理机制。回归结果如表８中第（３）～（４）列所示。第（３）列回归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村

庄协同治理呈显著的正相关。主要原因在于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程度越高，村庄多元主体的整合与协

作能力越强，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对村庄复杂社会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进行协同治理。第（４）列回归结果表明村

庄协同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平安乡村建设。协同治理能够有效实现村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获得单个主体

无法达到的治理效果，提高分工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村庄的秩序与稳定，提高平安乡村建设水平。

３．“三治”融合机制。回归结果如表８中第（５）～（６）列所示。第（５）列回归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与

“三治”融合呈显著的正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治理共同体与“三治”融合在治理手段的结果、功能和作用方

面相协同，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三治”融合提供了条件，能够提升“三治”融合的发展。第（６）列回归结果表明

“三治”融合能够提升平安乡村建设，主要在于“三治”融合不仅可以在法治层面对扰乱治安的现象形成威慑，

还可以通过德治的软约束重塑村庄舆论，低成本地解决村庄矛盾纠纷，提高平安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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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质性分析

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总体上显著影响了平安乡村建设，但由于不同村庄的社会基础存在差异，不同村庄

社会治理共同体发挥的治理效能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从村庄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社会治理共同体对

不同社会基础的村庄平安建设异质性影响效应，具体从不同社会信任程度的村庄、不同宗族类型的村庄以及

不同区域村庄三个方面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社会基础的村庄在平安乡村方面的差异性影响。其中，

不同村庄社会信任程度按照村民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分为低社会信任度村庄和高社会信任度村庄，不同

宗族类型村庄按照有无大姓宗族分为无宗族型村庄和有宗族型村庄，不同区域村庄按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划分为东部地区村庄和中西部地区村庄。

１．不同社会信任程度的村庄。不同社会信任程度村庄的回归结果如表９中列（１）～（２）所示，相对于低

社会信任度的村庄，在高社会信任度的村庄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对村庄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更明显。主

要原因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涉及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作，而村庄社会信任往往发挥着“润

滑剂”的作用，能够强化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与行动［３１］，提高其治理效能的发挥，推动平安乡村建设。

２．不同宗族类型的村庄。不同宗族类型的村庄的回归结果如表９中列（３）～（４）所示，相比没有大姓宗

族的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宗族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主要在于宗族型村庄行动能

力更强，宗族网络规模越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就越强［３２］，从而能够更好地形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

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推动平安乡村建设。

３．不同区域村庄。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如表９中列（５）～（６）所示，相

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东

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更高，社会治理水平走向全国前列，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有效转化

为治理效能，对平安乡村建设产生了更加显著的影响。

表９　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平安乡村建设影响的差异性

变量
（１）

低度社会信任村庄

（２）

高度社会信任村庄

（３）

无宗族型村庄

（４）

有宗族型村庄

（５）

中西部村庄

（６）

东部村庄

社会治理共同体 ０．０９４＊＊＊（０．０２４） ０．１１２＊＊＊（０．０１３） ０．０９０＊＊＊（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０１７）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０．１３６＊＊＊（０．０２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９４　 １　９０１　 １　０３１　 １　０６４　 １　５３７　 ５５８
Ｒ２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３　 ０．１４９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１１个省（自治区）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实证分析发

现：总体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水平的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

设有助于提升村庄平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农村居民数字技术

应用能力越强，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越显著。通过工具变量ＣＭＰ控制可能存在的估计

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减少村庄纠纷、提升协同治理和实现三治融合

的机制路径显著促进了平安乡村建设。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低社会信任度村庄、无宗族型村庄和中西部

地区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影响效应更为

明显。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高平安乡村建设水平。在村庄

整体环境发生深刻变迁、村庄治安治理内容更加丰富的背景下，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借助多样化的治理

资源和治理手段，提高平安乡村建设水平。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构建平安社会治理共同体时要考虑乡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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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乡村传统资源，尊重乡村惯习规范去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第二，推动数字下乡，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

体的有机结合。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平安乡村建设上的作用，因此要从加强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弥合数字鸿沟等方面推动数字下乡，为平安乡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环

境。第三，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这三种机制在平安乡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三种

机制的建设离不开有效的村庄基础，需要充分激活村庄公共性，借助乡土社会特有的乡规民约、人情面子、宗

族文化等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而提升平安乡村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１］　姜晓萍，董家鸣．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２（０１）：４－１２．

［２］　胡登良．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功经验［Ｊ］．理论视野，２０２２（０５）：５８－６３．

［３］　赵秀玲．数字乡村治理的观念变革与有效路径［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０５）：１－９．

［４］　白锐，苏琳，ＢＲＡＳＯＶＡＮ　Ｎ　Ｓ．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８（０５）：

１２３－１３０．

［５］　黄文艺．“平安中国”的政法哲学阐释［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２８（０４）：２１－４０．

［６］　张康之，李淑英．合作制组织：面向风险社会的组织形式构想［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１１）：８６－９７．

［７］　詹国辉，戴芬园．应急治理共同体：风险社会中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新议题［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２４（０６）：７５－８２．

［８］　韩志明．迈向多元良性互动的治理转型———破解建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密码［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１１）：７８－８５．

［９］　李祖佩．村级治理视域中的农民参与———兼议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Ｊ］．求索，２０２２（６）：１３１－１３８．

［１０］　赵晓峰，马锐，赵祥云．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及经验适用性研究［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２２（０５）：７５－８４．

［１１］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Ｍ］．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５３．

［１２］　李远行，杨勇，余聆溪．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６（０４）：３２－３９．

［１３］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Ｍ］．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２．

［１４］　邬家峰．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网络化重构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Ｊ］．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０３）：８１－８９．

［１５］　赵天宝．纠纷解决、信号传递与乡土正义———来自兴安村的田野实践［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６，３７

（０９）：８１－９０．

［１６］　李亚雄，向雷．乡村民间纠纷解决与有效治理研究［Ｊ］．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２（０３）：９０－９８．

［１７］　汪广龙．治安防控体系演化的组织机制———基于“打防并举”到“管理服务”变迁历程的研究［Ｊ］．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２０，１７

（０２）：１２８－１４０．

［１８］　王杰，曹兹纲．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０１）：１２１－１３１．

［１９］　高强，周丽．协同治理视阈下乡村建设实践样态解析———基于江苏常熟“千村美居”工程的案例观察［Ｊ］．南京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２（０６）：２２－３３．

［２０］　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Ｊ］．理论月刊，２０１４（０１）：１３８－１４２．

［２１］　陈荣卓，车一頔．利益聚合与行动协同：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建构？———来自武汉市星光村的经验观察［Ｊ］．中国

行政管理，２０２２（１０）：６５－７３．

［２２］　张伟坤．协同共生：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传承逻辑与时代趋向［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０４）：１２３－１３４．

［２３］　钟海，任育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回顾与展望［Ｊ］．西安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３（０４）：５３－６３．

［２４］　王小华，杨玉琪，程露．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４７（０６）：４１－５０．

０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



［２５］　李玲玲，杨欢，赵晓峰．“三治融合”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机制研究———以陕西省留坝县为例［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２，４８（０３）：１００－１０９．

［２６］　章晓乐，任嘉威．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和出路［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１０）：６２－６７．

［２７］　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Ｊ］．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１９（０１）：５０－６５．

［２８］　青连斌．中国民众的安全感来自哪里［Ｊ］．人民论坛，２０１８（１０）：１５－１７．

［２９］　丁波．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Ｊ］．电子政务，２０２２（０８）：３２－４０．

［３０］　王亚华，李星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２（０８）：１３２－１４４．

［３１］　张诚．培育社会资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与路径［Ｊ］．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３（０５）：４７－５３．

［３２］　李荣彬．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治理之道———来自宗族网络的证据与解释［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１（０５）：

１２９－１３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１１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ＺＨＡＯ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ｋ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１１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
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ｃｌａｎ－ｂａｓ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ａｆ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ｌｆ－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ｒｕｌ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责任编辑：杨峰）

１１　第５期　　　　　　　　　　　　　　　赵祥云，等：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


